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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已签区域贸易协定文本的深度， 构建 ＲＴＡ 深度指数，
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研究不同深度的 ＲＴＡ 的贸易效应， 探讨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对

价值链贸易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签署的 ＲＴＡ 在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上较为深入， 而在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议题中的覆盖率较低。 无论是从总贸易角度、 中

间品贸易角度还是增加值贸易角度， 区域贸易协定对伙伴方贸易流量都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 协定内容深度越深， 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 同时， 区域贸易协定的条款差

异、 签订对象国家 （地区） 的外部环境影响了 ＲＴＡ 贸易效应的显著差异。 本文结论

为中国参与高水平贸易规则谈判， 完善全球价值链治理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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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过去三十余年，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使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优化配

置， 产品生产得以细分， 全球价值链分工得以形成。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主导下， 传

统的商品贸易逐渐被价值链上的各类中间产品贸易所替代， 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正

从最终产品贸易转向价值链贸易。 根据 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测算， 全球中间产

品贸易额占总货物贸易的 ６０％， 占整个服务贸易的 ７０％， 中间产品贸易在全球贸

易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 目前的国际贸易规则仍以最终产品为对象， 与中

间产品为特征的价值链贸易并不十分兼容。 尽管在 ＷＴＯ 多边自由化和区域、 次区

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下， 各成员关税壁垒显著下降， 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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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球价值链导向的贸易政策客观上需要更加高效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削减服务

贸易壁垒， 推动国内标准与规则的融合， 从而需要相应的国际贸易规则来解决此类

问题。 区域贸易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ＴＡ）① 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可

以迅速满足少数几个国家 （地区） 的共同需求， 对多边框架下无法取得进展的敏

感话题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 已经成为各国推进价值链合作的重要手段。 当前国际

经贸规则进入重构期， 围绕 ２１ 世纪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 如何

更好地设计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经贸规则， 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核心议题。
在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正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和实施， 探索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

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形成面向

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

设提出了要求和部署。 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已签

署的 ＲＴＡ 有 １６ 个 （不包括中国香港、 澳门和台湾地区单独签署的协定）， 已升级

的 ＲＴＡ 有 ３ 个， 共涉及 ２５ 个国家和地区。 应当看到，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

观要求， 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加快区域贸易协定建设， 不但是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 也是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争取更多

开放利益的重要手段。 面对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新形势， 要将全球价值链与可持续发

展观嵌入新时期的经济结构改革设计蓝图中， 制定主动调整与转变的战略和实施规

划， 通过深度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贸易发展新趋势相向而行。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

言， 如何通过自贸区战略逐步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拉长中国参与全球价值

链的纵向非一体化链条， 争取有利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合作地位， 对提升中国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水平， 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具有决定作用。
现有研究多从 ＲＴＡ 整体的角度出发研究其总贸易效应， 而较少从协定所包含

的条款类型、 单个具体条款以及缔约环境对 ＲＴＡ 效应的影响等角度去分析， 也较

少对 ＲＴＡ 对总贸易、 中间品贸易、 增加值贸易作对比分析。 本文以中国签订的区

域贸易协定为样本， 通过构建衡量区域贸易协定内容深度的不同深度指数， 同时着

重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来深入分析不同深度的 ＲＴＡ 对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作用

途径。 相较于已有文献， 本文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首先， 利用单国模型将研究重

点聚焦于中国， 构建 ＲＴＡ “总深度指数” “核心深度指数” 等衡量 ＲＴＡ 异质性的

指标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深度 ＲＴＡ 对中国与伙伴方总贸易、 中间品贸易以及增加值

贸易 （融入全球价值链） 的影响； 其次， 考虑到贸易与 ＲＴＡ 签署这一反向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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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ＷＴＯ 给予 ＲＴＡ 的定义是： 政府之间为了达到区域贸易自由化或贸易便利化的目标签署协定， 建立自

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 因此， ＦＴＡ 与 ＲＴＡ 由平行概念变成了从属概念， 即 ＲＴＡ 包含 ＦＴＡ。 在 ＷＴＯ 成立以

前， 一般将两国 （地区） 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称为自由贸易协定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ＴＡ）， 而将三国

（地区） 以上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称为区域贸易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ＴＡ）。 但ＷＴＯ 成立后， 由

于两国 （地区） 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多国 （地区） 的区域贸易协定都跨越了相邻地域的范围， ＷＴＯ 把自由贸

易协定 （ＦＴＡ）、 关税同盟 （ＣＵ）、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ＰＡ）， 根据 ＧＡＴＴ
“授权条款” 签署的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ＰＳＡ）， 根据 ＧＡＴＳ 第 ５ 条 “经济一体化”
规定签署的协定 （ＥＩＡ） 都统称为 ＲＴＡ， 并设立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归口管理。



系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使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本文使用滞后一期、 工具变量

法、 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Ｍ 法以缓解这一问题， 保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再次， 实

证检验了 ＲＴＡ 中不同类型的条款的异质性影响； 最后， 探究区域竞争 （稀释效应、
保护效应） 对 ＲＴＡ 贸易效应的调节作用。 本文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效应、 增加

值贸易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补充， 不但为更好地认识 ＲＴＡ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提供来自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 也为中国通过不同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的建设来更

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实证基础和政策参考。

一、 文献综述及理论机制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 中间产品贸易普遍存在并占据全球贸易的主导地位， 传

统贸易统计中的总量法往往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 并不能反映一国或地区贸易

的真实情况， 而增加值贸易正逐渐替代进出口总量， 可以用于评估一国或地区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真实贸易利得。 区域贸易协定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 促进区域

化、 国际化生产， 为此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探索 ＲＴＡ 对价值链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１］、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０） ［２］及 ＷＴＯ （２０１１） ［３］最早提出了有关深度贸易

协定兴起与全球价值链重要性的相关性， 跨境生产阶段的捆绑产生了新形式的跨境

政策溢出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ＲＴＡ 有利于通过规范 ＧＶＣ 顺利运作所需的国家政策

来解决这些协调和承诺问题。 Ａｎｔｒａｓ 和 Ｓｔａｉｇｅｒ （２０１２） ［４］ 对国际生产网络与深度一

体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建模， 表明从最终产品贸易到中间产品贸易的贸易性质

不断变化直接引致了对能够解决这些新的跨境问题并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深度贸易协

定的需求。 Ｏｒｅｆｉｃｅ 和 Ｒｏｃｈａ （２０１４） ［５］在 Ａｎｔｒａｓ 和 Ｓｔａｉｇｅｒ （２０１２） 理论模型的基础

上， 发现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大与超越传统市场准入问题的高水平贸易协议有关， 某

些政策的协调使得跨境生产及商业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而包括基础设施、 制度、 竞

争政策以及产品规制标准化等规则在内的贸易协定将使生产共享活动更加安全和有

效。 Ｌａｇｅｔ 等 （２０１８） ［６］认为一国或地区签署高水平 ＲＴＡ 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和便利

全球价值链的运作， 其实证结果表明深度贸易协定有利于促进中间产品增加值的提

高， 尤其有利于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综上， 从价值链分工、 国际生产网络扩大的

角度来看， 高水平 ＲＴＡ 是保证跨境生产、 分工合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政策因素，
有利于一国融入高附加值产业。

区域贸易协定主要通过降低成员间的贸易成本、 减少贸易摩擦来促进经贸合

作。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７］认为贸易协定是贸易成本变化的主要政策来源， ＲＴＡ 通过

降低贸易成本不仅增加了现有同质企业的出口， 而且使成员开始交易协定签署前没

有贸易可能性的商品， 即 ＲＴＡｓ 通过影响可变贸易成本进而从集约和扩展两个边际

影响了贸易。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９） ［８］认为 ＲＴＡ 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受到恒定的贸易弹性

的约束， 通过降低可变贸易成本可促进成员方贸易和福利。 这里的贸易成本是指除

地理距离之外的关税、 非关税、 运输以及物流成本， 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是降低此类

成本的有效途径 （刘洪铎和蔡晓珊， ２０１６［９］； 韩剑和王灿， ２０１９［１０］ ）。 进一步的，
贸易成本的降低推动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 从而改变价值链的分布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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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８） ［１１］。 随着价值链分工越来越细化， 跨境生产使各成员面临着协调

和承诺问题， 各成员可通过签署深度 ＲＴＡ 承诺关税减让并承担 ＷＴＯ 框架外的其他

义务， 例如投资、 竞争政策、 知识产权保护等， 这将降低成员间的协调成本、 解决

承诺问题、 消除不确定性风险， 进而保证跨境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 还有学者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裴长洪等 （２０１４） ［１２］

的研究表明负面清单类型的 ＲＴＡ 对服务业出口中国外增加值有显著正面影响， 提

高了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比重。 刘洪愧等 （２０１６） ［１３］利用中间产品引力模

型以及增加值贸易数据研究发现 ＲＴＡ 的签署对双边服务贸易增加值关联有明显正

面影响。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１４］测算了国家层面的服务增加值水平并实证检验了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其影响， 结果表现出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他们认为区域贸易协

定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会对缔约方的增加值出口产生影响： 一是成本渠道， ＲＴＡ 在

削减双边贸易壁垒的同时， 还能够提升企业出口的确定性预期， 并为双边贸易体制

提供可信的制度保证； 二是学习渠道， ＲＴＡ 引致中间产品进口的增加在弥补一国

国内生产要素供给不足，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 还将通过知识外溢效应和干中

学效应提升本国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而实现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增长。
对于 ＲＴＡ 的具体条款， 张中元和沈铭辉 （２０１６） ［１５］重点分析了不同 ＲＴＡ 中透明度

条款的贸易效应， 认为其对成员的增加值贸易存在异质性影响， 制度环境提升可促

进增加值贸易且对透明度条款的贸易效应有促进作用。 韩剑和王灿 （２０１９） 考察

了考察 ＷＴＯ＋和 ＷＴＯ－Ｘ 条款的影响差异性， 表明在现有 ＲＴＡ 深化的过程中， 所

涵盖的各种边境后政策给成员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赋予了双边贸易更加

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和更加透明的政策监管。
本文重点探讨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 尽管当前各国 （地区）

都强调签署高水平贸易协定以实现超越关税削减的深度一体化， 但很多议题上所谓的

高水平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 高水平的协定使得区域内贸易、 投资等商业活

动更加便利， 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提升企业竞争力， 实现经济持续增

长， 有利于推进各国 （地区） 的价值链合作； 另一方面， 有些所谓的高水平条款将

触角延伸到缔约方的国内治理以及政策法规， 对一国国内经济政策产生影响， 可能会

对一国国内的政策造成干预。 高水平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影响方向及大小还有待于数据

上的检验。 故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
假说 １： 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 减少贸易摩擦和不确定性风险影响

双边总贸易、 中间品贸易、 价值链贸易， 推进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 且深度协定促

进作用更大。
假说 ２： ＲＴＡ 中不同类型的条款对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是

基于 ＷＴＯ 框架下条款、 义务、 承诺的深入和拓展，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在内容上则完

全超越了 ＷＴＯ 框架， 理论上两者对贸易的影响存在差异。
假说 ３： 不同条款对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ＲＴＡ 对贸易伙伴贸易的影响不仅

在于关税减让， 还将通过超越关税削减的一体化并扩展到政策层面来实现深度整

合， 故诸如关税减让、 贸易便利化、 ＴＢＴ、 ＴＲＩＭｓ、 ＧＡＴＳ 以及投资、 环境、 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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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产业合作、 研发等条款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
假说 ４： 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效应受到缔约环境的影响。 若两国 （地区） 签署

ＲＴＡ 之前， 伙伴方已与世界其他国家 （地区） 签署了贸易协定， 那么其他国家

（地区） 先形成的市场优势可能会削弱新签 ＲＴＡ 的贸易效应； 若两国 （地区） 已

签署协定并获得市场优势， 那么这一优势将保护伙伴方在以后的新协定中免受贸易

转移造成的损失。

二、 模型设定、 变量构建及数据来源

（一） 基本结构引力方程与 ＲＴＡ 影响机制

本文的出发点是 “结构引力方程” 的简单通用版， 最初由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７９） ［１６］

提出， 并由 Ｅａｔｏｎ 和 Ｋｏｒｔｕｍ （２００２） ［１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３） ［１８］ 推广，
随后由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１９］扩展到面板层面。 基本引力方程如下：

Ｘ ｉｊ ＝
Ａｉｗ

－θ
ｉ τ －θ

ｉｊ

∑ ｌ
Ａｌｗ

－θ
ｌ τ －θ

ｌｊ

Ｅ ｊ （１）

式 （１） 中， Ｘ ｉｊ为 ｉ 国①对 ｊ 国的出口额； Ｅ ｊ为购买者 ｊ 在所有不同来源 （包括

在 ｊ 国内生产的商品） 中的货物总支出； 对 ｉ 国的支出份额直接取决于以下三个因

素 （分子）： ｉ 国的生产技术 Ａｉ、 ｉ 国的工资水平 ｗ ｉ、 ｉ 到 ｊ 的 “冰山” 贸易成本 τｉｊ，
生产成本 ｗ ｉ和贸易成本 τｉｊ对贸易的影响受到恒定的贸易弹性 θ＞１ 的影响； 分母表

示 ｊ 国消费者面临的所有双边贸易成本的总量， 对 ｊ 来说是特定的。
然而， 使用截面数据对非时变成本项 τｉｊ （如双边地理距离、 共同语言等） 的

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方面， 使用截面数据无法识别时变贸易成

本以及影响这种成本的因素 （如贸易自由化政策） 对贸易的影响； 另一方面， 国家

对加入 ＲＴＡ 的自我选择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且 ＲＴＡ 的推进往往具有缓慢推进的

性质 （谈判－签署－生效）。 因此，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提出使用面板技术可

以避免此类偏误， 而且可以研究随时间变化的贸易成本如何影响贸易， 在式 （１）
中引入时间趋势 ｔ 并对数线性化将得到式 （２）， 其中， 第一项为 ｉ 国时变因素， 第

二项为 ｊ 国时变因素， 第三项为随时间变化的双边贸易成本项。 本文旨在探索区域

贸易协定如何影响双边贸易， 根据式 （３）， ＲＴＡ 将通过影响时变组合贸易摩擦 τｉｊ ｔ

（关税、 非关税及政策层面的贸易壁垒） 来影响贸易 Ｘ ｉｊｔ：

ｌｎＸ ｉｊｔ ＝ ｌｎＡｉｔｗ
－θ
ｉｔ ＋ ｌｎ

Ｅ ｊｔ

∑ ｌ
Ａｌｔｗ

－θ
ｌｔ τ

－θ
ｌｊｔ

＋ ｌｎτ －θ
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２）

ｌｎτ －θ
ｉｊｔ ＝ Ｚ ｉｊλ ＋ βＲＴＡ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３）

式 （３） 中， Ｚ ｉｊ可看作对 ｉ、 ｊ 之间的一般贸易成本， 如地理距离、 共同边界、
共同语言等； 本文关注变量是 ＲＴＡｉｊｔ， ＲＴＡ 对贸易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削减或消除随

时间变化的贸易成本， 如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 政策层面贸易摩擦等， 此时系数

５８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 全球价值链

①为论述方便， 本文中所指 “国” 均包含 “地区” 之义。



β 既可以表示 ＲＴＡ 对双边贸易的总体平均效应 ［ （ｅ＾β－１） ×１００％］， 也可以表示

ＲＴＡ 对贸易成本的影响 ［ （ｅ＾β） ＾ （－１ ／ θ） －１） ×１００％］。 将式 （３） 代入式 （２）
可得扩展的引力方程式 （４）：

ｌｎＸ ｉｊｔ ＝ α ＋ βＲＴＡｉｊｔ ＋ γＺ ｉｔ ＋ φＺ ｊｔ ＋ λＺ ｉｊ ＋ δｔ ＋ εｃｉｔ （４）
式 （４） 中， Ｚ ｉｔ、 Ｚ ｊ ｔ分别为 ｉ 国、 ｊ 国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双边贸易的因素， 如

经济规模； Ｚ ｉｊ为一般贸易成本， 如地理距离、 共同边界、 共同语言等； δｔ为年份固

定效应， 可以捕捉到那些随时间变化会对所有国家间的贸易流量产生影响的不可观

测的相关因素 （如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世界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国际政治局势

等宏观因素）。
（二）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来展开分析， 故采用 “单国模式” 的引力模型①， 重

点探讨 ＲＴＡ 签署对中国与伙伴方总贸易、 中间产品贸易以及增加值贸易的影响。
在式 （４） 的基础上可构建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ｌｎＸｃｊｔ ＝ β０ ＋ β１ＲＴＡｃｊｔ ＋ β２ ｌｎＧＤＰｃｔ ＋ β３ ｌｎＧＤＰ ｊｔ ＋ β４ ｌｎＤｉｓｔｃｊ ＋
β５ ｌｎＣｏｎｔｉｇｃｊ ＋ β６ ｌｎＣｏｍｌａｎｇｃｊ ＋ δｔ ＋ εｃｊｔ

（５）

式 （５） 中 ｃ、 ｊ、 ｔ 分别代表中国、 伙伴方、 年份。 因变量 Ｘｃ ｊ ｔ表示中国对伙伴

国 ｊ 在 ｔ 年的出口额， 分别用总贸易、 中间产品贸易以及增加值贸易表示。 ＲＴＡｃ ｊ ｔ

为衡量区域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 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如果中国与 ｊ 国
在 ｔ 年签订了区域贸易协定， 则取 “１”， 否则取 “０”； ＧＤＰｃｔ、 ＧＤＰ ｊ ｔ分别表示 ｔ 年
中国、 伙伴国 ｊ 的国民生产总值； Ｄｉｓｔｃ ｊ表示中国与 ｊ 国的地理距离； Ｃｏｎｔｉｇｃ ｊ为虚拟

变量， 若中国与 ｊ 国有共同边界则取 “１”， 否则取 “０”； Ｃｏｍｌａｎｇｃ ｊ为共同语言虚

拟变量， 若两国存在共同语言则取 “１”， 否则取 “０”； δｔ为年份固定效应， εｃ ｊ ｔ为

随机误差项。 ＲＴＡｃ ｊ ｔ的系数 β１衡量了其对中国与伙伴国间贸易流量的影响， 如果 β１

为正， 意味着 ＲＴＡ 的签署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增加， 其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相对更

大； 反之意味着 ＲＴＡ 的签署减少了两国贸易， 其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相对更大。
式 （５） 是使用传统方法 （即将 ＲＴＡ 作为单一虚拟变量引入引力模型中） 来

估计 ＲＴＡ 的贸易效应。 然而应当看到， 不同 ＲＴＡ 在包含的条款类型、 内容深度上

均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采用单一虚拟变量方法仅能识别贸易伙伴间是否存在区域贸

易协定， 无法刻画不同 ＲＴＡ 在内容深度上的异质性， 从而使得回归得到的估计系

数只能衡量样本期间内区域贸易协定所带来的贸易效应的平均值， 因而所得结论难

免粗糙。 本文参照 Ｈｏｒｎ 等 （２０１０） ［２０］ 的方法将现有 ＦＴＡ 条款分类为 ＷＴＯ＋和

ＷＴＯ－Ｘ， 并借鉴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１７） ［２１］构建了不同的深度指数 （总深度指数、 核

心深度指数） 来衡量 ＲＴＡ 之间在内容深度上的异质性， 将该指标替换式 （５） 中

的 ＲＴＡ 虚拟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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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单国模式” 引力模型可以从单一国家的角度研究区域贸易协定对本国与贸易协定签订方之间进出口

贸易的影响。



ｌｎＸｃｊｔ ＝ β０ ＋ β１Ｔｏｔａｌ＿ ｄｅｐｔｈｃｊｔ ＋ β２ ｌｎＧＤＰｃｔ ＋ β３ ｌｎＧＤＰ ｊｔ ＋ β４ ｌｎＤｉｓｔｃｊ ＋
　 　 　 　 　 　 β５ ｌｎＣｏｎｔｉｇｃｊ ＋ β６ ｌｎＣｏｍｌａｎｇｃｊ ＋ δｔ ＋ εｃｊｔ

（６）

ｌｎＸｃｊｔ ＝ β０ ＋ β１Ｃｏｒｅ＿ ｄｅｐｔｈｃｊｔ ＋ β２ ｌｎＧＤＰｃｔ ＋ β３ ｌｎＧＤＰ ｊｔ ＋ β４ ｌｎＤｉｓｔｃｊ ＋
　 　 　 　 β５ ｌｎＣｏｎｔｉｇｃｊ ＋ β６ ｌｎＣｏｍｌａｎｇｃｊ ＋ δｔ ＋ εｃｊｔ

　 （７）

其中，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ｃ ｊ ｔ表示在 ｔ 年中国与 ｊ 国签订的 ＲＴＡ 的总深度指数， Ｃｏｒｅ＿
ｄｅｐｔｈｃ ｊ ｔ表示在 ｔ 年中国与 ｊ 国签订的 ＲＴＡ 的核心深度指数。 其中， 前者根据 ５２ 项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和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构建， 然而， 这 ５２ 项条款中很多内容都超出了

贸易问题的范围， 其中一些条款相对而言更具有经济意义， 故进一步根据 Ｄａｍｕｒｉ
（２０１２） ［２２］将 ＷＴＯ－ｐｌｕｓ 的 １４ 项条款与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中 ４ 项条款 （竞争政策、 知识产

权、 投资和资本流动） 作为 “核心” 条款构建后者， 这 １８ 项条款为市场准入、 全

球价值链的平稳运行给出了一套基础规则。 这两个指标代表了 ＲＴＡ 的覆盖范围

（或广度）， 又称为横向深度， 计算公式分别为：

Ｔｏｔａｌ＿ ｄｅｐｔｈ ＝ ∑
５２

ｋ ＝ １
Ｐｒｏｖｓｉｏｎｋ （８）

Ｃｏｒｅ＿ ｄｅｐｔｈ ＝ ∑
１８

ｃ ＝ １
Ｐｒｏｖｓｉｏｎｃ （９）

其中， 下标 ｋ 代表 ５２ 项条款之一，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为是否包含条款的虚拟变量， 若

协定包含条款 ｋ， 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ｋ取 “１”， 否则取 “０”； 同理， 下标 ｃ 代表 １８ 项 “核
心” 条款之一，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ｃ为是否包含 “核心” 条款的虚拟变量， 若协定包含条款

ｃ， 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ｃ取 “１”， 否则取 “０”。
上述指标构建法的缺陷在于将 ＷＴＯ－ｐｌｕｓ、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两类条款放在一起进行

简单计数， 赋与每个条款同等权重， 而事实上，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是基于 ＷＴＯ 框架

下条款、 义务、 承诺的深入和拓展，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在内容上则完全超越了 ＷＴＯ
框架， 协定方需要在一些全新的领域做出承诺。 故为了区分两者的贸易效应， 本文

重新构建了两个新的深度指数：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深度指数和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深度指

数， 计算方法即对 ＲＴＡ 中所包含该类条款的简单计数。 将该指标替换式 （５） 中的

ＲＴＡ 虚拟变量构建模型式 （１０） 如下：
ｌｎＸｃｊｔ ＝ β０ ＋ β１ＷＴＯ＿ ｐｌｕｓｃｊｔ ＋ β２Ｗ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ｊｔ ＋ β３ ｌｎＧＤＰｃｔ ＋ β４ ｌｎＧＤＰ ｉｔ ＋
　 　 　 β５ ｌｎＤｉｓｔｃｊ ＋ β６ ｌｎＣｏｎｔｉｇｃｊ ＋ β７ ｌｎＣｏｍｌａｎｇｃｊ ＋ δｔ ＋ εｃｊｔ

（１０）

本文主要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 （ＰＰＭＬ） 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 原因在

于： 第一， 通过异方差检验，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 （ＯＬＳ） 表现出了明显的异方差

性， 结果将高估国内生产总值、 地理距离等的弹性以及 ＰＴＡ 的贸易效应； 第二，
通过拉姆齐回归设定误差检验 （ＲＥＳＥＴ ＴＥＳＴ）， 使用 ＯＬＳ、 ＮＬＳ、 Ｔｏｂｉｔ 等估计方法

的 Ｐ 值接近于 ０， 而 ＰＰＭＬ 估计法的 Ｐ 值则较大。 这表明使用 ＰＰＭＬ 估计法是更为

合理的。 Ｓｉｌｖａ 和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２００６） ［２３］通过一系列实证检验证明了这一结论。
（三） 数据来源及数据特征描述

ＴｉＶＡ 数据库于 ２０１８ 年底最新发布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的双边增加值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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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提供了 ６４ 个国家或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数据， 本文为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

实证分析 ＲＴＡ 对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剔除了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以及相

关数据缺失严重的罗马尼亚， 最终选取中国对 ６０ 个贸易伙伴的增加值出口数据作

为分析样本。 其中， 中国与东盟 １０ 国 （不包括老挝和缅甸）、 智利、 新西兰、 秘

鲁、 哥斯达黎加、 冰岛、 瑞士已签署 ＦＴＡ 并于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５ 年间生效。 此外， 为

了从不同角度探索 ＲＴＡ 的贸易效应， 本文还选取了中国对 ６０ 个贸易伙伴的总贸

易、 中间产品贸易出口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贸易流量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

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网站。
ＲＴＡ 文本深度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①， 该数据列明了中国所签署的各

ＲＴＡ 是否包含了 ＷＴＯ－ｐｌｕｓ 的 １４ 个条款和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的 ３８ 个条款。 本文基于这一

数据并借鉴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１７） 提出的方法构建了度量 ＲＴＡ 内容深度的深度指数

（总深度指数、 核心深度指数、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深度指数、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深度指

数） 以分析不同深度的 ＲＴＡ 对中国与伙伴方贸易的影响。 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网站， 传统控制变量 （如地理距离等来） 自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签署 ＲＴＡ 起步较晚， 但自 ２００３ 年中国内地与香港、 澳门

签署第一份自贸协定后， 中国 ＲＴＡ 的发展十分迅速。 从国别地区分布看， 中国

ＲＴＡ 签署对象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但是近年来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 （如澳大利

亚、 韩国、 新加坡） 的合作也在日益增加； 从地理位置上看， 与中国签订 ＲＴＡ 的

伙伴主要集中分布于亚太地区， 近几年也开始扩展到南美洲和北美洲等地区； 从中

国当前正在推进的 ＲＴＡ 看， 包括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 中国－海合会、
中日韩、 中国－斯里兰卡、 中国－挪威等， 但是， 中国与印度、 美国、 欧盟等全球

性和区域性大型经济体的 ＦＴＡ 谈判基本没有启动； 从总深度指数来看， 中国与伙

伴国签署的 ＲＴＡ 平均总深度指数约为 １８， 其中， 中国－智利 ＦＴＡ 的内容总深度最

深， 包括了 ３１ 项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和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 中国－秘鲁签署的 ＦＴＡ 和中

国－哥斯达黎加签署的 ＦＴＡ 的内容总深度也较深， 分别包括了 ２５ 项和 ２６ 项条款， 而

中国－东盟 ＦＴＡ 的内容总深度最浅， 总深度指数为 ７， 即仅包含了 ７ 项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

款和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 从核心深度指数来看， 中国所签署的 ＲＴＡ 平均包含了约 １２ 条

核心条款， 其中， 中国与新西兰、 瑞士和冰岛签署的 ＦＴＡ 的核心深度最深， 包含了

１５ 条核心条款， 而与中国香港、 东盟签署的 ＲＴＡ 仅包含了 ７ 条核心条款， 核心深度

最浅。 具体条款覆盖率详见备索资料②。
总体来看， 早期中国签署的 ＲＴＡ 的内容深度较低， 而近年来中国签署的 ＲＴＡ 协

议的内容深度相对较高， 表明近年来中国签署的 ＲＴＡ 的内容深度在不断加深， 包含

更多的政策领域范围。 然而， 中国在规则的高标准、 广覆盖、 实施效益、 影响力等方

面与新一轮国际高标准自贸协定仍存在不小差距， 缺乏总体规划。
表 １ 展示了衡量 ＲＴＡ 内容深度的各深度指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 总

８８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

①
②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ｅｐ－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询、 下载。



深度指数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的取值范围为 ０～３１； 核心深度指数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的取值范围为 ０～
１５； ＰＣＡ 深度指数的取值范围为－２􀆰 ４６～０􀆰 ８６；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深度指数 ＷＴＯ＿ｐｌｕｓ 的

取值范围为 ０～１３；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深度指数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的取值范围为０～２０。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ＲＴＡ ０􀆰 １８３ ０􀆰 ３８７ ０ １ ６６０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２􀆰 ３０５ ６􀆰 ０７１ ０ ３１ ６６０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１􀆰 ６７０ ３􀆰 ７６９ ０ １５ ６６０
ＷＴＯ＿ｐｌｕｓ １􀆰 ４３５ ３􀆰 ２４０ ０ １３ ６６０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０􀆰 ８７０ ３􀆰 ２０８ ０ ２０ ６６０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异质性 ＲＴＡ 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 故首先从模型 （２） 开始

进行实证分析。 表 ２ 第 （１） 至第 （３） 列是模型 （２） 的回归结果， 第 （４） 至第

（６） 列是模型 （３） 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

使用总深度指数来衡量 ＲＴＡ 在内容深度上的异质性时， 执行区域贸易协定显著增

加了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总贸易、 中间产品贸易和增加值贸易， 且深度越深的 ＲＴＡ
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 具体为总深度每增加 １， 将使中国与贸易伙伴间贸易平均增

加约 ３􀆰 ３％～３􀆰 ８％； 当使用核心深度指数来衡量 ＲＴＡ 在内容深度上的异质性时， Ｃｏｒｅ
＿ｄｅｐｔｈ 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 表明 ＲＴＡ 核心深度的增加促进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

贸易， 具体为核心深度每增加 １， 将使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平均增加约 ５􀆰 ２％ ～
７􀆰 ８％。 同时注意到， 核心深度指数对贸易的正面影响程度大于总深度指数， 其原因

可能在于： 与总深度指数相比， 核心深度指数的构建过程中剔除掉了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

和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中很多超出了贸易问题范围的条款， 因此核心深度指数在某种程

度上更能刻画出不同ＲＴＡ 在内容深度上的异质性。 相比于总深度指数增加 １， 核心深

度指数增加 １ 意味着 ＲＴＡ 的开放程度很可能会更高， 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也会更大。
控制变量中， ｌｎｇｄｐ１ 和 ｌｎｇｄｐ２ 的回归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后者较大， 表

明双方经济规模与贸易规模显著正相关， ｌｎｄｉｓｔ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地理距离

越远则中国对该伙伴出口越少； ｃｏｎｔｉｇ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若有共同边界， 则中

国对该伙伴出口相对更多； ｃｏｍｌａｎｇ 对总贸易、 中间品贸易显著为正而对增加值贸易

显著为负， 可能是因为在 ６０ 个贸易伙伴中， 中国与马来西亚、 新加坡有共同文化渊

源， 这一优势对总贸易、 中间品贸易有正面影响， 而对增加值贸易则不然。
综上， 无论是从总贸易角度、 中间品贸易角度还是增加值贸易角度， 区域贸易

协定对成员间的贸易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且协定的内容深度越深， 其对成员间

贸易的促进作用会越大。 通过国内增加值出口， 可以提高本国要素收入、 提升生产要

９８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 全球价值链



素利用效率， 对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提升本国生产力、 竞争力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此外， 中间品贸易也是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式， ＲＴＡ 引致中

间产品进出口的增加可弥补一国生产要素供给不足，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提升本国产

品的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进而实现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增长。 因此， 签署内容深度

越深的 ＲＴＡ， 越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分工， 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表 ２　 ＲＴＡ对总贸易、 中间品贸易及增加值贸易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８∗∗∗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９）

ｌｎｇｄｐ１ ０􀆰 ４５０∗∗∗ ０􀆰 ５１２∗∗∗ ０􀆰 ４５２∗∗∗ ０􀆰 ４４０∗∗∗ ０􀆰 ４９５∗∗∗ ０􀆰 ４５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０）

ｌｎｇｄｐ２ ０􀆰 ９３９∗∗∗ ０􀆰 ８３９∗∗∗ １􀆰 ０３０∗∗∗ ０􀆰 ９５２∗∗∗ ０􀆰 ８６２∗∗∗ １􀆰 ０３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３）

ｌｎｄｉｓｔ
－０􀆰 ４２１∗∗∗ －０􀆰 ６４９∗∗∗ －０􀆰 １０２∗∗∗ －０􀆰 ４１２∗∗∗ －０􀆰 ６４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５）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２００∗∗ ０􀆰 ３４８∗∗∗ ０􀆰 １７１∗∗∗ ０􀆰 ２１０∗∗ ０􀆰 ３５７∗∗∗ ０􀆰 １７３∗∗∗

（０􀆰 ０９５） （０􀆰 １０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６）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１􀆰 １６５∗∗∗ １􀆰 ０３０∗∗∗ －０􀆰 ２６９∗∗ １􀆰 ００３∗∗∗ ０􀆰 ８３８∗∗∗ －０􀆰 ３４９∗∗∗

（０􀆰 ０８１） （０􀆰 ０９２） （０􀆰 １１１） （０􀆰 １０９）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３４∗∗∗ －２３􀆰 ５１４∗∗∗ －３１􀆰 ６１０∗∗∗ －２５􀆰 ６９８∗∗∗ －２３􀆰 ７８０∗∗∗ －３１􀆰 ７０９∗∗∗

（０􀆰 ００５） （２􀆰 ６０５） （２􀆰 ２８６） （２􀆰 ２７５） （２􀆰 ５０７） （２􀆰 ２８２）
时间（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Ｒ２ ０􀆰 ９０７ ０􀆰 ８３６ ０􀆰 ９６９ ０􀆰 ９１３ ０􀆰 ８４７ ０􀆰 ９６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核心解释变量度量

为将上述异质性 ＲＴＡ 回归结果与传统单一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进行比较， 故对

模型 （１） 进行回归， 结果参见表 ３ 第 （１） 至第 （３） 列。 结果显示， 无论总贸

易、 中间品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 ＲＴＡ 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 ＲＴＡ 平均将使贸

易增加约 ７１􀆰 ６％～１５４􀆰 ５％ ［（ｅ＾β－１） ×１００％］， 也意味着使双边贸易摩擦的下降幅

度为 １２􀆰 ６％～２０􀆰 ８％ ｛ ［ （ｅ＾β） ＾ （－１ ／ θ） －１］ ×１００％｝。 表 ４ 第 （４） 至第 （６）
列显示模型式 （６） 的回归结果， 表明对于总贸易和中间品贸易， ＷＴＯ＿ ｐｌｕｓ 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 而ＷＴＯ＿ ｅｘｔｒａ 的系数为负。 而对于增加值贸易， 二者回归系数均

显著为正， 且 ＷＴＯ＿ ｅｘｔｒａ 系数更大， 表明两类条款对不同类型贸易的影响是不同

的， 具体为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主要促进了中国与贸易伙伴间总贸易和中间品贸易的增

加， 而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则更多地促进了增加值贸易的增加。 因此， 为使中国更好

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去， 从促进增加值贸易的角度而言， 今后 ＲＴＡ 谈判应

更多关注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运用与深化。 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表 ２ 基本一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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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较强的稳健性。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引入了替代的深度指标， 即 Ｄüｒ 等 （２０１４） ［２４］

基于 ７ 个关键条款 （关税减免、 服务、 投资、 标准、 政府采购、 竞争政策以及知

识产权） 构造的深度指数 ＤＥＳＴＡ ｄｅｐｔｈ， 取值范围为 ０～７， 该指标考虑了相关条款

的可执行性， 数值越大意味着协定深度越大、 条款可执行性越强。 回归结果如表 ３
第 （７） 至第 （９） 列所示， ＤＥＳＴＡ ｄｅｐｔｈ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结果稳健。

表 ３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ＲＴＡ
　 ０􀆰 ７９７∗∗∗ 　 ０􀆰 ９３４∗∗∗ 　 ０􀆰 ５４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７０）

ＷＴＯ＿ｐｌｕｓ
　 ０􀆰 １０５∗∗∗ 　 ０􀆰 １４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５）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０􀆰 ０４６∗∗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９）

ＤＥＳＴＡ ｄｅｐｔｈ
　 ０􀆰 １７０∗∗∗ 　 ０􀆰 ２０４∗∗∗ 　 ０􀆰 １３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６）
Ｎ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Ｒ２ ０􀆰 ９２３ ０􀆰 ８６８ ０􀆰 ９６８ ０􀆰 ９１３ ０􀆰 ８５９ ０􀆰 ９６９ ０􀆰 ９０９ ０􀆰 ８４０ ０􀆰 ９６８

注： 表中全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详见备索资料， 下同。

２􀆰 样本期间划分

考虑到区域贸易协定中相关贸易自由化条款的实施是一个缓慢实现的过程， 贸

易流量对贸易政策变化的反应可能并不是立刻的， 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 如 Ｃｈｅｎｇ
和 Ｗａｌｌ （２００５） ［２５］就发现服务贸易流量对无法在短时间 （一年之内） 对区域服务

贸易协定的执行做出充分的调整。 为了排除贸易流量对区域贸易协定反应的滞后性

对之前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常用做法， 采取对样本期间进行多期

划分的方法来重新进行回归以检验之前的回归结果是否稳健。
对样本期间进行多期划分的方法有以 ３ 年为界 （Ｔｒｅｆｌｅｒ， １９９３） ［２６］、 ４ 年为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ｏｔｏｖ， ２０１６） ［２７］ 和 ５ 年为界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三种①。
结合本文的数据特征， 首先采用以 ３ 年为一期进行划分， 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 ４。
可以看出， 无论是对总贸易、 中间品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 不同深度指数的回归系

数都显著为正， 表明内容深度越深的 ＲＴＡ， 其对成员间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 同

之前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其次， 采用以 ４ 年为一期对样本期间进行划分， 所得的

回归结果跟之前的基准回归结果相似， 不同深度指数前面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最

后， 为了排除 ２００８ 年左右次贷危机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进一步使用 ２００８ 年以后的

样本进行回归， 结果依然稳健。 这表明即使考虑了协定的滞后性， 回归结果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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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本文的分析中， 并没有以 ５ 年为一期对样本期间进行划分， 主要是受限于样本期限的限制。 因为如

果对总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跨度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的样本期间、 增加值贸易的跨度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的样本期间

以 ５ 年为一期对进行划分， 所得的样本数太少， 相应的回归结果可能不具代表性。



出较强的稳健性。

表 ４　 不同样本区间划分方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区间＝ ３ 年）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６０∗∗∗ ０􀆰 ０７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７）
Ｎ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区间＝ ４ 年）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８９∗∗∗ ０􀆰 １０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３）
Ｎ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Ｙｅａｒ＞２００８）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６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０）
Ｎ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三） 内生性问题

１􀆰 时变变量滞后一期

ＲＴＡ 的签订通过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会促进两国或地区间贸易增加的

同时， 国家或地区间双边贸易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影响协定的签署 （当国家或地区

之间的贸易流量越大， 两国或地区可能越易签订协议）， 故 ＲＴＡ 的签订与国家或地

区间贸易流量的变化很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关系并由此产生内生性问题。 此外， 其

他时变控制变量如 ＧＤＰ 与贸易之间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 为避免这种

内生性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偏误， 下面将所有时变变量都做滞后一期处理， 回归结果

如表 ５ 所示。
结果显示， 对于三种贸易流量， 滞后一期的时变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

归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系数大小与表 ２ 和表 ３ 结果相比差异不大。
表明在缓解了国家 （地区） 选择或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之后， ＲＴＡ 仍然表现出了

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 这结果稳健。
２􀆰 工具变量法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 ＲＴＡ 的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当协定双方各自与第三方签署协定

越多时， 双方签署协定的可能性越大， 且双方与他方签署协定的数量并不直接影响双方

贸易， 故下面尝试以双方与第三方签订的协定数量、 平均总深度和平均核心深度。
内生解释变量存在性检验。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存在内生解释变量， 须进

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原假设是 “所有的解释变量均为外生”， 本文检验结果 ｐ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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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表明可以拒绝 “所有变量均外生” 的原假设， 即认为存在内生解释变量

ＲＴＡ。 由于传统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建立在同方差的前提下， 在异方差的情形下不成立，
进一步使用异方差稳健的 ＤＷＨ 检验， 结果仍表明 ＲＴＡ 为内生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本文使用贸易伙伴双方与第三方签订的

协定数量、 平均总深度和平均核心深度分别作为 ＲＴＡ、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的

工具变量， 即数目未超过内生变量个数， 故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此外， 弱工具变

量检验结果显示最小特征值都大于 １０， 通过了弱识别检验。

表 ５　 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Ｌ􀆰 ＲＴＡ
　 ０􀆰 ８８２∗∗∗ 　 １􀆰 ００７∗∗∗ 　 ０􀆰 ６１５∗∗∗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６９）

Ｌ􀆰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Ｌ􀆰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７９∗∗∗ 　 ０􀆰 ０９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Ｌ􀆰 ｌｎｇｄｐ１
０􀆰 ３２１∗∗∗ ０􀆰 ３７８∗∗∗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３∗∗∗ ０􀆰 ３９５∗∗∗ ０􀆰 ３３３∗∗∗ ０􀆰 ３１８∗∗∗ ０􀆰 ３７４∗∗∗ ０􀆰 ３２９∗∗∗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５）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５）

Ｌ􀆰 ｌｎｇｄｐ２
０􀆰 ９６５∗∗∗ ０􀆰 ８８３∗∗∗ １􀆰 ０２９∗∗∗ ０􀆰 ９３３∗∗∗ ０􀆰 ８３１∗∗∗ １􀆰 ０２６∗∗∗ ０􀆰 ９５０∗∗∗ ０􀆰 ８５８∗∗∗ １􀆰 ０２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２）

ｌｎｄｉｓｔ
－０􀆰 ３７８∗∗∗ －０􀆰 ６０４∗∗∗ －０􀆰 ０５５∗∗ －０􀆰 ４１３∗∗∗ －０􀆰 ６４５∗∗∗ －０􀆰 ０８８∗∗∗ －０􀆰 ４０２∗∗∗ －０􀆰 ６３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３）

ｃｏｎｔｉｇ
０􀆰 ２６０∗∗∗ ０􀆰 ３９４∗∗∗ ０􀆰 ２２３∗∗∗ ０􀆰 ２４３∗∗ ０􀆰 ３８５∗∗∗ ０􀆰 ２１６∗∗∗ ０􀆰 ２５５∗∗∗ ０􀆰 ３９６∗∗∗ ０􀆰 ２２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９） （０􀆰 ０４９）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０􀆰 ７９９∗∗∗ ０􀆰 ６３３∗∗∗ －０􀆰 ４４６∗∗∗ １􀆰 １５６∗∗∗ １􀆰 ０１０∗∗∗ －０􀆰 ２５６∗∗ ０􀆰 ９４８∗∗∗ ０􀆰 ７７６∗∗∗ －０􀆰 ３７９∗∗∗

（０􀆰 ０９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９４）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７）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２􀆰 ８９５∗∗ －２１􀆰 ２５２∗∗ －２８􀆰 ５５２∗∗ －２１􀆰 ９６９∗∗ －１９􀆰 ８７６∗∗ －２８􀆰 １２３∗∗ －２２􀆰 １４９∗∗ －２０􀆰 １５９∗∗ －２８􀆰 ２３６∗∗

（２􀆰 ３５３） （２􀆰 ４７３） （２􀆰 ０７８） （２􀆰 ５９０） （２􀆰 ７５６） （２􀆰 １２７） （２􀆰 ５１４） （２􀆰 ６６９） （２􀆰 １０５）
Ｎ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Ｒ２ ０􀆰 ９１３ ０􀆰 ８５４ ０􀆰 ９７１ ０􀆰 ８９４ ０􀆰 ８１９ ０􀆰 ９７２ ０􀆰 ９０２ ０􀆰 ８３３ ０􀆰 ９７１

经过上述检验， 本文使用贸易伙伴双方与第三方的 ＲＴＡ 签署情况构建原内生

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并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６。 可以看出， 对于三种贸易和三种

ＲＴＡ 指标， 回归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再次证明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间

的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协定的内容深度越深， 这种贸易促进作用越大， 与基

准回归结果所得的结论相一致， 表现出很强的稳健性。
３􀆰 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Ｍ
考虑到双边贸易流量具有高度的持续性， 本文还尝试将双边贸易的滞后项纳入

回归方程中， 建立动态面板模型， 使用系统 ＧＭＭ 进行估计。 周念利 （２０１２） ［２８］ 指

出， 在运用引力模型评估 ＲＴＡ 的贸易效应时， 使用动态面板模型有助于解决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其原因在于将双边贸易流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回归

模型中， 不仅能反映双边贸易流量序列自身的动态相关性， 而且能捕捉到非观测的

但与贸易伙伴组合或贸易个体相关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定因素对贸易流量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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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因为这些因素不仅能影响当前贸易而且也会影响贸易的滞后项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Ｚａｒｚｏｓ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２９］。

表 ６　 工具变量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ＲＴＡ
　 ０􀆰 ９７０∗∗∗ 　 １􀆰 ９８０∗∗∗ 　 ２􀆰 ０６２∗∗∗

（０􀆰 １４６） （０􀆰 ２０１） （０􀆰 １８３）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３６∗∗ 　 ０􀆰 １３０∗∗∗ 　 ０􀆰 １６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１７６∗∗∗ 　 ０􀆰 ２８２∗∗∗ 　 ０􀆰 ２４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３）
Ｎ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Ｒ２ ０􀆰 ８５３ ０􀆰 ７９４ ０􀆰 ８６０ ０􀆰 ８５４ ０􀆰 ７２９ ０􀆰 ７５３ ０􀆰 ７７１ ０􀆰 ６４２ ０􀆰 ８０３

下面使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 且选用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检验 ＧＭＭ 方法工

具变量的可靠性， 选用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统计量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序列相关。 表 ７ 回

归结果表明，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统计量 ＡＲ （２） 的 Ｐ 值几乎都大于 ０􀆰 １， 说明系统

ＧＭＭ 估计量具备一致性， 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对应的 Ｐ 值均

在 ０􀆰 １ 以上， 接受了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 说明所选工具变量在整体

上是合理有效的。 因此， 模型设定较合理， 估计结果可靠性较强。 贸易流量滞后项

Ｌ􀆰 ｌｎ （ｖａｌｕｅ）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系数约为 “１”， 说明中国对

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有很强的时间惯性， 即前期贸易额对当期贸易有明显影响。 虚

拟变量 ＲＴＡ 的回归系数对于三种贸易都显著为正， 但是总深度指数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和核

心深度指数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的回归结果只对增加值贸易表现出了很强的稳健性， 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表明深度 ＲＴＡ 的签署对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增加值贸易有

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

表 ７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系统 ＧＭＭ （Ｙｅａｒ＞２００８）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ＲＴＡ
　 ０􀆰 ２１３∗∗∗ 　 ０􀆰 １２９∗∗∗ 　 ０􀆰 ５７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７９）

Ｔｏｔａｌ＿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Ｃｏｒｅ＿ｄｅｐｔｈ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Ｌ􀆰 ｌｎ （ｖａｌｕｅ）
０􀆰 ８７０∗∗∗ ０􀆰 ９６９∗∗∗ ０􀆰 ７０６∗∗∗ ０􀆰 ９８０∗∗∗ １􀆰 ０６６∗∗∗ ０􀆰 ８０２∗∗∗ ０􀆰 ９１５∗∗∗ １􀆰 ０８８∗∗∗ ０􀆰 ８０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９）
Ｎ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ＡＲ （２） ０􀆰 ３１３ ０􀆰 ０６６ ０􀆰 ９８４ ０􀆰 ３４５ ０􀆰 ０５８ ０􀆰 ９４０ ０􀆰 ４１９ ０􀆰 ０５９ ０􀆰 ９３５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０􀆰 １８９ ０􀆰 ４５４ ０􀆰 ３５３ ０􀆰 ４１７ ０􀆰 ２２３ ０􀆰 ４１７ ０􀆰 ３１５ ０􀆰 １９８ ０􀆰 ３５８

注： ＡＲ （２）、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报告的为 Ｐ 值。

４９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



（四） 具体条款分析

上述分析所考虑的是 ＲＴＡ 整体的贸易效应， 然而中国与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

签署的贸易协定存在异质性， 对于 ＷＴＯ－ｐｌｕｓ、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覆盖率存在很大差

异。 故下面将部分重点条款的虚拟变量引入分析， 如 ＷＴＯ－Ｐｌｕｓ 中的关税减让、 贸

易便利化、 技术性贸易壁垒 （ＴＢＴ）、 ＴＲＩＭｓ 和 ＧＡＴＳ，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中的投资、 环

境、 知识产权、 产业合作和研发，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结果显示， 中国对伙伴方总贸易、 中间品贸易受关税减让、 ＴＴＲＩＭｓ、 ＧＡＴｓ、 投资

以及研发这五条内容的影响最大， 回归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增加值贸易不

同于前两者， 这十项核心条款都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增加值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 对比

可知， 一方面， 对前两种贸易流量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的贸易便利化、 ＴＢＴ、 环境、 知

识产权以及产业合作， 对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有十分显著的正面影响； 另一方面， 对

前两种贸易流量也存在显著影响的研发条款， 对增加值贸易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前两者。
综上可知， ＲＴＡ 中不同的条款对贸易的影响是不同的， 增加值贸易受到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

款的正面影响相对更大， 这与模型式 （６） 的回归结果一致， 表明中国在未来的 ＲＴＡ 谈

判中应更多纳入诸如 ＴＢＴ、 环境、 知识产权、 产业合作以及研发等议题， 以促进中国进

一步提升区域价值链的嵌入度， 促进垂直型价值链分工深度发展。

表 ８　 具体条款回归结果估计结果

变量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ＷＴＯ－ｐｌｕｓ－关税减让
变量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ＷＴＯ－ｐｌｕｓ－贸易便利化

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７９７∗∗∗ ０􀆰 ９３４∗∗∗ ０􀆰 ５４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７０）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０􀆰 １４５ ０􀆰 ０００ ０􀆰 ５３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９５） （０􀆰 １４２）
ＷＴＯ－ｐｌｕｓ－ＴＢＴ ＷＴＯ－ｐｌｕｓ－ＴＲＩＭｓ

ＴＢＴ
０􀆰 １４５ ０􀆰 ０００ ０􀆰 ５３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９５） （０􀆰 １４２）
ＲＩＭｓ

０􀆰 ８７２∗∗∗ １􀆰 ００１∗∗∗ ０􀆰 ５９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５） （０􀆰 ０６７）
ＷＴＯ－ｐｌｕｓ－ＧＡＴＳ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投资

ＧＡＴＳ
０􀆰 ７６１∗∗∗ ０􀆰 ９１５∗∗∗ ０􀆰 ４０４∗∗∗

（０􀆰 １０４） （０􀆰 ０９４） （０􀆰 ０６５）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 ７９９∗∗∗ ０􀆰 ９３１∗∗∗ ０􀆰 ５１５∗∗∗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２） （０􀆰 ０７２）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环境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知识产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０􀆰 １９１ ０􀆰 ０９５ ０􀆰 ６８７∗∗∗

（０􀆰 ２１１） （０􀆰 ２１０） （０􀆰 １５７）
ＩＰＲ

０􀆰 １３２ －０􀆰 ０３１ ０􀆰 ６４３∗∗∗

（０􀆰 ２４３） （０􀆰 ２４０） （０􀆰 １８０）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产业合作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研发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１７９ ０􀆰 ０４０ ０􀆰 ５６９∗∗∗

（０􀆰 １１８） （０􀆰 １０７） （０􀆰 １７４）
Ｒ＆Ｄ

０􀆰 ６４７∗∗∗ ０􀆰 ５８３∗∗∗ １􀆰 ０２４∗∗∗

（０􀆰 ０９４） （０􀆰 ０８９） （０􀆰 ０７６）
Ｎ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Ｎ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注： 表中控制变量省略。

（五） 区域竞争

根据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的研究， 可以认为区域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的影

响受到缔约环境的影响。 应用到本文的场景， 一方面， 若中国在与贸易伙伴签署

ＲＴＡ 之前， 贸易伙伴已经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贸易协定， 那么其他国家

或地区先进入贸易伙伴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优势可能会弱化新签署 ＲＴＡ 对中

国与贸易伙伴的促进作用， 这种效应称为稀释效应。 本文构建稀释效应变量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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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若中国与贸易伙伴已签署并生效相关 ＲＴＡ， 在此 ＲＴＡ 生效前的 ｔ
年， 贸易伙伴已有 ｍ１ 个 ＲＴＡ， 那么 ＤＥ 就取值为 “１”， 反之取 “０”。 另一方面，
若中国已经和贸易伙伴缔结区域贸易协定， 那么该协定可以使得中国获得 “先行

者优势”， 可以在贸易伙伴后续与他国或地区签署 ＲＴＡ 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中起到

保护作用， 故称为保护效应。 本文进一步构建保护效应变量 ＳＥ （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若中国与贸易伙伴已签署并生效相关 ＲＴＡ， 在此 ＲＴＡ 生效后的 ｔ 年， 贸易伙伴签

署有 ｍ２ 个 ＲＴＡ， 那么 ＳＥ 就取值为 “１”， 反之取 “０”。 此外， 除了使用贸易伙伴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的 ＲＴＡ 数量来衡量这两种效应， 本文还进一步使用贸易伙

伴签署 ＲＴＡ 的平均总深度、 平均核心深度来衡量这两种效应在内容深度的异质性，
由此构建了四个区域竞争变量： ＤＥ＿ｔｏｔａｌ、 ＤＥ＿ｃｏｒｅ、 ＳＥ＿ｔｏａｌ、 ＳＥ＿ｃｏｒｅ。 在基本模

型 （１） 中分别引入核心解释变量 ＲＴＡ 与 ＤＥ、 ＳＥ、 ＤＥ＿ｔｏｔａｌ、 ＤＥ＿ｃｏｒｅ、 ＳＥ＿ｔｏａｌ、
ＳＥ＿ｃｏｒｅ 的交互项并去中心化的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表 ９　 区域竞争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总贸易 中间品 增加值

ＲＴＡ×ＤＥ
－０􀆰 ２９６∗∗∗ －０􀆰 ３１１∗∗∗ －０􀆰 １５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８）

ＲＴＡ×ＳＥ
０􀆰 １８３∗∗∗ ０􀆰 １７７∗∗∗ ０􀆰 １３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９）

ＲＴＡ×ＤＥ＿ｔｏｔａｌ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ＲＴＡ×ＳＥ＿ｔｏｔａｌ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ＲＴＡ×ＤＥ＿ｃｏｒｅ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ＲＴＡ×ＳＥ＿ｃｏｒｅ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Ｎ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Ｒ２ ０􀆰 ９２６ ０􀆰 ８７６ ０􀆰 ９６９ ０􀆰 ９２６ ０􀆰 ８７５ ０􀆰 ９６９ ０􀆰 ９２６ ０􀆰 ８７６ ０􀆰 ９６９

注： 控制变量及交互项分变量省略， 详见备索资料。

结果显示， ＲＴＡ 与稀释效应变量的交互项 ＲＴＡ×ＤＥ、 ＲＴＡ×ＤＥ＿ｔｏｔａｌ、 ＲＴＡ×ＤＥ
＿ｃｏｒｅ 回归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存在着 “稀释效应”， 意味着若在

中国与贸易伙伴签署 ＲＴＡ 之前， 贸易伙伴已经签署大量类似协定， 那么其他国家

或地区在贸易伙伴的先行优势对新 ＲＴＡ 的贸易效应存在弱化作用； 而 ＲＴＡ 与保护

效应变量的交互项 ＲＴＡ×ＳＥ、 ＲＴＡ×ＳＥ＿ｔｏａｌ、 ＲＴＡ×ＳＥ＿ｃｏｒｅ 回归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 意味着在中国与贸易伙伴签署 ＲＴＡ 之后， 贸易伙伴与其他国家或地

区再签署 ＦＴＡ 并未减少反而促进中国对其出口贸易， 该国可能扮演着联系中国与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桥梁” 角色。 综上， 中国在 ＲＴＡ 签署问题上还应该关注时点

选择、 贸易伙伴选择问题， 应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尽快与重要贸易伙伴缔结

区域贸易协定， 并由此在贸易伙伴国内获取市场优势， 避免他国先行优势给本国造

６９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



成的稀释效应以及优先形成竞争优势， 在此后签署的 ＲＴＡ 可能引致的贸易转移中

起到自我保护作用。

四、 结 论

本文借鉴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１７） 的 ＲＴＡ 总深度指数和核心深度指数指标， 系统

评估了中国迄今签订的所有 ＲＴＡ 的深度。 结论表明， 中国签订的 ＲＴＡ 之间深度存

在差别。 新近签订的 ＲＴＡ 平均比早期签订的 ＲＴＡ 深度大，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最

大， 中国内地与澳门协定和中国内地与香港协定深度最低； 与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款相

比， 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签署的 ＲＴＡ 在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议题中的覆盖率较低， 中国

ＲＴＡ 在反倾销、 反补贴、 产业合作、 服务等议题上的深度明显更大， 但在政府采

购、 竞争政策、 资本流动、 政治对话等议题上的深度略显不足。 在此基础上， 本文

选取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 ６０ 个贸易伙伴的增加值贸易、 总贸易、 中间产品贸易

出口额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无论是从总贸易角度、 中间品贸易角

度还是增加值贸易角度， 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间的贸易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

且协定的内容深度越深， 其对成员间贸易的促进作用会越大； 第二， ＷＴＯ－ｐｌｕｓ 条

款主要促进了中国与贸易伙伴间总贸易和中间品贸易的增加， 而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

则更多地促进了增加值贸易的增加； 第三， 就具体条款的贸易效应而言， ＲＴＡ 中

不同的条款对贸易的影响是不同的， 增加值贸易受到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条款的正面影响

相对更大； 第四， 区域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受到缔约环境的影响， “稀释效

应” 会弱化新签署协定的贸易促进作用， 而 “保护效应” 反而可以加强 ＲＴＡ 对双

边贸易的正面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 全球价值链下的经贸格局将进入深度调整期， 迫

切需要各国 （地区） 以价值链合作的方式来重塑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 一方面，
贸易协定通过内化跨境政策的外部因素， 降低了贸易成本并提供了更深入的共同规

则， 促进了横跨多国边界的经济活动的运作， 刺激了全球价值链的创建。 另一方

面， 全球价值链改变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 遏制了贸易保护并创造了深度一体化

的需求， 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国内含量越高， 那么政府设定的关税就会降低， 全球

价值链和合作伙伴贸易越高， 签署的协议就会越深。 国际组织包括各国政府应该极

力倡导的是如何推动以面向全球价值链合作的下一代贸易投资框架， 反对贸易保护

导致的贸易规则碎片化趋势， 促进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合作。
第二， 对于中国而言， 现阶段仍需加大贸易协定的谈判力度， 理性的选择贸易

伙伴， 提高协定数量的同时努力提高贸易协定的深度。 一方面， 将国际贸易规则重

构作为动力和机遇， 自觉地向国际贸易规则的高标准靠拢， 完善法制化、 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健全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积极促进与进出

口贸易额排名靠前的贸易伙伴签署贸易协定， 升级已有的区域贸易协定， 努力推动

中国贸易 “服务化” 的发展， 不断完善知识产权、 投资、 竞争政策等核心条款。
另一方面， 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 提高进出口

产品的技术含量， 推动国内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完善和延伸国内价值链， 主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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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接全球价值链。 国际经济规则的新发展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政策工具

将会产生很大的约束， 这进一步促进中国政府有关管理体制和政策的改革， 以适应

全球范围内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和监管角色转变的需要。 因此， 构建新型的政府与企

业关系， 主动深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 努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 推进国内产业政策调整， 根据国际规则的约束来创新产业政策模式和政策

实施机制。

［参考文献］

［１］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ＲＯＢＥＲＴ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
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

［２］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Ｒ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Ｊ］ ． ＣＥＰ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２０１１􀆰

［３］ ＷＴＯ􀆰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 Ｒ］．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１􀆰

［４］ ＡＮＴＲＡＳ Ｐ， ＳＴＡＩＧＥＲ Ｗ􀆰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１０２ （７）： ３１４０－３１８３􀆰

［５］ ＯＲＥＦＩＣＥ Ｇ， ＲＯＣＨＡ Ｎ􀆰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２０１４， ３７ （１）： １０６－１３６􀆰

［６］ ＬＡＧＥＴ Ｅ， ＯＳＮＡＧＯ Ａ， ＲＯＣＨＡ Ｎ， ＲＵＴＡ Ｍ􀆰 Ｄｅｅｐ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８􀆰

［７］ ＢＡＩＥＲ Ｓ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ＪＨ， ＦＥＮＧ 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９３ （２）： ３３９－３５０􀆰

［８］ ＢＡＩＥＲ ＳＬ， ＹＯＴＯＶ ＹＶ， ＺＹＬＫＩＮ 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２０６－２２６􀆰

［９］ 刘洪铎， 蔡晓珊 􀆰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研究 ［ Ｊ］ ．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６ （ ７） ：
９２－１００􀆰

［１０］ 韩剑， 王灿 􀆰 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对 ＦＴＡ 深度作用的考察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０２）： ５４－６７􀆰

［１１］ ＨＡＮＳＯＮ 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 １９９８， １４ （２）： ３０－４４􀆰

［１２］ 裴长洪， 杨志远， 刘洪愧 􀆰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分析 ［ Ｊ］ 􀆰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４
（１２）： ５－１６􀆰

［１３］ 刘洪愧， 朱鑫榕， 郝亮 􀆰 全球价值链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性的———兼论价值链的形式及演变 ［ Ｊ］ ． 经

济问题， ２０１６ （０４）： １２３－１２９􀆰
［１４］ 林僖， 鲍晓华 􀆰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 Ｊ］ ． 经

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５３ （０１）： １６９－１８２􀆰
［１５］ 张中元， 沈铭辉 􀆰 区域贸易协定中透明度机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Ｊ］．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６ （０９）： ６１－７０􀆰
［１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９， ６９

（１）： １０６－１１６􀆰
［１７］ ＥＡＴＯＮ Ｊ， ＫＯＲＴＵＭ 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０２， ７０ （５）： １７４１－１７７９􀆰
［１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Ｅ，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ｖｉｔａｓ：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ｕｚｚｌｅ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３， ９３ （１）： １７０－１９２􀆰
［１９］ ＢＡＩＥＲ Ｓ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ＪＨ􀆰 Ｄｏ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７１ （１）： ７２－９５􀆰

８９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



［２０］ ＨＯＲＮ Ｈ，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 ＰＣ， ＳＡＰＩＲ， Ａ􀆰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ＥＵ ａｎｄ 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０， ３３ （ １１） ： １５６５－１５８８􀆰

［２１］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Ｃ， ＯＳＮＡＧＯ Ａ， ＲＵＴＡ Ｍ􀆰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ｅ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７􀆰

［２２］ ＤＡＭＵＲＩ， Ｙ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２􀆰

［２３］ ＳＩＬＶＡ ＪＳ，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Ｓ􀆰 Ｔｈｅ Ｌｏｇ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８８ （ ４）：
６４１－６５８􀆰

［２４］ ＤＵＲ Ａ， ＢＡＣＣＩＮＩ Ｌ， ＥＬＳＩＧ Ｍ􀆰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９ （３）： ３５３－３７５􀆰

［２５］ ＣＨＥＮＧ ＩＨ， ＷＡＬＬ Ｈ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 ２００５􀆰
［２６］ ＴＲＥＦＬＥＲ， Ｄ􀆰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Ｓ Ｉｍ⁃

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９３， １０１ （１）： １３８－１６０􀆰
［２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Ｅ， ＹＯＴＯＶ ＹＶ􀆰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９９： ２７９－２９８􀆰
［２８］ 周念利 􀆰 缔结 “区域贸易安排” 能否有效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出口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２， ３５

（１１）： ８８－１１１􀆰
［２９］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ＺＡＲＺＯＳＯ Ｉ， ＦＥＬＩＣＩＴＡＳ ＮＬ， ＨＯＲＳＥＷＯＯＤ Ｎ􀆰 Ａ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 Ｊ］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２０
（１）： ４６－６５􀆰

（责任编辑　 刘建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ＴＡｓ ｏｎ ＧＶＣ Ｔｒａｄ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ＸＵ Ｙａｙｕｎ　 ＹＵＥ Ｗｅｎ　 ＨＡＮ Ｊ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Ｖ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Ｔ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ｃｈ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ａ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ＧＶＣ．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ＴＡｓ ｄｅｐ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Ｗｅ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ＴＡ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ＴＡｓ 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ＷＴＯ⁃ｐｌｕ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ＲＴＡ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ｔｈｅ ＲＴＡｓ ｄｅｐ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ＴＡｓ ｂｒｉｎｇ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ＲＴ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ｄｅｃ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Ｔ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
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ｘｔ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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